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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资源选择函数(resource selection functions, RSFs)在分析野生动物栖息地特征以及预测有效生境等方面得到

了广泛的运用, 但是由于RSFs的理论基础的局限, 使得该模型一直以来在研究低密度野生动物种群时的有效性存

在很大的争议。藏狐(Vulpes ferrilata)是一种低密度物种, 我们通过对2001–2003年获得的133个藏狐洞穴样方和随

机选取的133个环境样方拟合资源选择函数模型, 并将模型结果和主成分分析(PCA)结果进行对比。结果显示RSFs
在水源距离、鼠兔洞穴数量、坡向、坡度、坡位和植被类型等6个生境变量中, 只对坡向、坡位和植被类型3个变

量敏感且总预测率为75.2%, 复相关系数为0.485(Nagelkerke R=0.235), 同时3个变量的偏相关系数水平也很低。偏

差分析(Akaike’s information criterion, AIC)值为309.172, 说明模型的预测偏差较大, 判别效果不佳, 不能有效提炼

藏狐洞穴生境的特征因素。而PCA结果显示诸变量的重要性由高到低依次为: 鼠兔洞穴数量、水源距离、坡度、

坡位、植被类型和坡向, 坡向的重要性最弱。我们还着重讨论了RSFs的理论基础和该模型在藏狐洞穴生境中失拟

的原因, 同时强调为了能对野生动物的生境特征进行比较全面的分析, 应该综合多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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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ource selection functions (RSFs) are widely used approach of mathematical modelling for the 
analysis of presence-absence data to deduce wildlife-habitat relationships. However, the generation of RSFs 
may be hampered by a wild animal’s population size and density. Consequently, the prediction accuracy of 
RSFs for low density species is disputed. We examined the validity of RSFs in a study of the Tibetan fox 
(Vulpes ferrilata), a low density species, in Shiqu County, Western Sichuan Province, China. Our RSFs 
model was constructed based on V. ferrilata habitat data collected from 2001 to 2003. Six environmental 
variables were considered with reference to V. ferrilata den habitat: water distance, vegetation type, pika 
(Ochotona sp.) den quantity, den location on slope, gradient, and aspect. In order to examine the validity of 
our RSFs model, we used a 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 (PCA) to re-analyze our data. The total accuracy 
of our RSFs was determined to be 75.2%. The AIC value was 309.172. A ROC curve revealed, when the sen-
sitivity was 0.857, the specificity of our RSF model was 0.353. The Nagelkerke R2 was 0.485. Only three 
variables were judged as important by our RSFs: aspect, position on the slope and vegetation type, of which 
aspect was the most informative variable of the three. However, partial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the three 
variables were very low. These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RSFs model to predict den habitat for V. ferrilata d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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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fit well. Considering the result of PCA, the importance ranks were (in order of decreasing importance): 
pika den quantity, water distance, gradient, position on the slope, vegetation type, and aspect. We offer ex-
planations as to why, for this species, a RSFs model may not be generated accurately and why the results of 
the two analyses were so different. We suggest other analytic methods that may be combined to yield a more 
comprehensive result for wild animal species with low population sizes and densities. 
Key words: Tibetan fox (Vulpes ferrilata), resource selection functions (RSFs), 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
sis (PCA), den habitat 

 
理解动物的生境利用特征是进行资源管理、生

物多样性保护的基础之一, 因此生境研究在野生动

物生态学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Boitani & 
Fuller, 2000)。目前, 在生境研究方法中, 模型手段

是非常受重视的, 它能够帮助研究人员预测环境的

变化和制定有效的保护措施(Gu & Swihart, 2004)。
多元统计模型由于能够从多个变量入手, 考虑各生

境变量的综合影响, 因此在野生动物栖息地分析中

得到了深入研究和发展(Manly et al., 2002)。其中, 
资源选择函数(resource selection functions, RSFs)因
为能够比较系统地分析野生动物对栖息地各生境

变量的选择性, 同时又能兼顾这些变量的综合效

应, 而得到广泛应用(Boyce et al., 1994; Boyce & 
McDonald, 1999; Boyce & Waller, 2000; 李欣海等, 
2001; Boyce et al., 2002)。 

藏狐(Vulpes ferrilata)是青藏高原及其周边高海

拔地区的特有物种(冯祚建等, 1986), 被我国《濒危

物种红皮书》列入濒危级(汪松和解焱, 2004)。由于

长期以来对藏狐生态学研究的匮乏, 迄今没有对其

采取任何有效的保护措施 (Sillero-Zubiri et al., 
2004)。基于此, 我们认为开展系统的栖息地选择的

模型研究是对该物种提出有效保护措施的前提。 
藏狐栖息地环境比较单一, 这使得我们可以通

过相对较少的变量来归纳环境特征 (王正寰等 , 
2003)。这对于建立藏狐洞穴生境的资源选择函数模

型是有利的, 因为较少的变量通常可以提高模型的

有效性(U.S. Fish and Wildlife Service, 1981)。但是, 
藏狐是低密度物种(朴仁珠, 1989; Schaller, 1998;  
王正寰等, 2004), 而资源选择函数模型对低密度种

群生境利用特征分析的有效性一直存在争议(Boyce 
et al., 1999; Mysterud & Ims, 1999; Lennon, 1999; 
Railsback et al., 2003)。因此, 本文将通过藏狐洞穴

生境特征数据拟合资源选择函数模型来判断该模

型的有效性, 着重回答“资源选择函数能否适用于

低密度种群的生境利用特征研究”？此外, 基于已

有的藏狐洞穴生境数量化分析的成功经验(王正寰

等, 2003; 王正寰, 2005), 本文还将使用主成分分析

的结果与资源选择函数分析结果对比, 探讨这两种

方法分析结果的异同, 并从模型的理论基础出发, 
分析资源选择函数模型和主成分分析结果可能出

现差异的原因。 

1  研究地区概况 

研究地区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石渠县

西北部, 以色须乡(33°08′N, 97°55′E)为中心的面积

230 km2的地区, 海拔4,140 m至4,400 m。该地区为

丘状高原和高平原区, 地表起伏平缓。山丘相对高

差小于200 m, 并且连绵向四周延伸, 其间形成大

量平缓的山谷, 随着高程的逐步降低汇合成广袤的

高原平地(草坝)。全年干旱少雨而多风, 气温低, 无
绝对无霜期, 日照长, 昼夜温差大; 冬季长, 夏季

不明显(石渠县志编纂委员会, 2000)。年平均降雨量

在600 mm左右(石渠县志编纂委员会, 2000)。平均

日最高气温(为一段时间内每日最高气温的平均值), 
最热月(7月)为17℃, 最冷月(1月)为4℃; 平均日最

低气温(为一段时间内每日最低气温的平均值), 7月
为2.6℃, 1月为–24.7℃(自石渠县气象站2001–2004
年资料)。 

该地区植被类型单一, 主要为高山草甸和高山

灌丛, 但物种组成多样(四川植被协作组, 1980)。高

山草甸以莎草科的高山嵩草(Kobresia pygmaea)和
四川嵩草(K. setchwanensis)为优势物种, 此外还包

括禾本科、菊科、毛茛科、豆科、蓼科的草本植物。

高山灌丛以杜鹃花亚科的植物为主, 此外还有高山

柳(Salix cupularis)、金露梅(Potentilla fruticosa)和高

山绣线菊(Spiraea alpina)等。 
黑唇鼠兔 (Ochotona curzoniae)、青海田鼠

(Microtus fuscus)、松田鼠(Pitymys irene)、长尾仓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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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cetulus longicaudatus)、灰尾兔(Lepus oiostolus)
以及喜马拉雅旱獭(Marmota himalayan)是当地常见

的啮齿类动物, 此外藏原羚(Procapra picticaudata)
在研究地区也有一定的种群数量(鲁庆彬等, 2005)。 

2  方法 

2.1  取样方法和数据收集   
以不定宽样线法进行系统取样 (Robinowitz, 

1995; 徐宏发和张恩迪, 1998)。根据当地的实际条

件(自然湿地、河流的阻隔), 我们将研究地区划分成

4个单元, 在每个单元中按照如下方法设置样线: 
首先徒步爬上山脊, 沿山脊设置一条样线以保证能

够将该单元内的全部山脊巡查一遍。在巡查过程中

如遇到山脊两旁有山谷, 则在山谷的中心设一组十

字形样线。其中一条结束于山谷两边的山脊上, 另
一条则从山脊开始沿着山谷延展的方向,一直延伸

到远处草坝上距离公路或河流500 m处止(图1)。调

查人员在对该山谷调查完毕后, 回到山脊上继续沿

着山脊延伸的方向巡查。按照此法, 共调查山谷9
个, 样线总长度大于40 km。 

2001和2002年7–8月间对研究地区进行全面调

查。记录研究区域内发现的藏狐洞穴的GPS坐标。

2003年7–8月间重新访问这些位点, 选取仍在使用

中的洞穴。以每个这样的洞穴为中心设置一个5 m
×5 m的藏狐洞穴样方(徐宏发和张恩迪, 1998)。同

时, 在前述的样线上每隔150 m也同样设置一个5 m
×5 m的环境样方。记录所有样方中6个生境变量的 

 

 
 
 
图1  研究地区藏狐洞穴生境样线布设示意图 
Fig. 1  Illustration of the design of transects for habitat sampling in 
Shiqu County 

数据, 具体如下:   
水源距离: 将所有样方的GPS位点输入数字地

图, 通过ArcView3.2a软件计算藏狐洞穴到最近河

流、湿地的距离。为方便量化分析, 我们以500 m为

间隔, 将水源距离分为0–500 m、500–1,000 m、

1,000–1,500 m和1,500 m以上等4个组分。 
鼠兔洞穴数量: 黑唇鼠兔是藏狐的主要猎物, 

在研究地区种群数量很大(Schaller, 1998; 石渠县志

编纂委员会, 2000)。由于黑唇鼠兔洞穴的密度可以

间接反映鼠兔的种群密度(王淯等, 2004), 所以将藏

狐洞穴样方内鼠兔洞穴数量作为可能影响藏狐洞

穴选择的因素之一考虑。我们把样方中计数到的鼠

兔洞穴数量分为“0–10”、“11–20”、“21–30”、“31 
–40”以及“40以上”5个等级。 

坡向: 根据洞穴所在的坡面朝向, 按照张洪海

等(1999)的标准划分为3类: 阳坡、半阴半阳坡、阴

坡, 并依次赋值1、2、3, 以便量化分析。 
坡度: 洞穴所在地的坡面与水平面比较的倾斜

情况。 
坡位: 分为平地、下坡位、中坡位、上坡位、

坡顶5级, 依次赋值0、1、2、3、4。 
植被类型: 参考四川植被协作组(1980)的分类

标准, 并根据植被的高度以及分层盖度(宋永昌 , 
2001)的情况, 将研究地点植被类型分为4类: (1)破
坏生境。50%以上的地表面积为裸露的沙土、碎石, 
赋值1; (2)草甸。植被为草本植物, 地上部分高度≤

20 cm, 盖度≥60%, 赋值2; (3)草甸灌丛。地表植被

以草本植物为主, 有少量金露梅灌丛和其他较高灌

木的幼苗, 是草甸向灌丛过渡的中间类型, 植被地

上部分高度≤20 cm, 植被总盖度≥60%, 赋值3; 
(4)灌丛。植被茂密且地上部分高度大于30 cm, 灌丛

下有较丰富的草甸, 灌丛层盖度≥40%, 草本层盖

度≥60%, 赋值4。 
2.2  数据处理方法 

使用资源选择函数和主成分分析(PCA)两种方

法对藏狐洞穴生境特征进行分析。数据处理采用

SPSS11.5软件完成。 
资源选择函数是基于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开发

的模型(Manly et al., 2002)。为控制各变量之间的自

相关性, 在拟合逻辑斯蒂方程之前对所有生境变量

进行相关分析, 当相关系数绝对值≤0.5时, 可视为

没有自相关现象(Boyce & McDonald, 1999; 李欣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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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2001)。然后, 使用ROC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来确定模型的理论阈值(Boyce 
et al., 2002; Hastie et al., 2002)。当模型根据实际数

据得到的计算值达到或超过该理论阈值时, 模型将

给出“选择”的结论, 反之, 模型将给出“不选择”

的结论。 
主成分分析过程中, 主成分的取舍标准为: (1)

考查前面的几个主成分的累积贡献率是否已经超

过 60%, 如已达到 , 则不再选用更多的主成分

(Legendre & Legendre, 1998); (2)这些主成分的特征

根是否大于或等于1.0(Liang & Thomson, 1994), 保
留特征根不小于1.0的主成分。本研究中, 我们综合

了这两个标准来确定主成分的取舍。当主成分分析

结果中各生境变量没有在空间上很好展开时, 对数

据追加最大方差旋转(Varimax)处理(卢纹岱, 2002)。
对主成分分析的结果辅以x2适合度检验, 比较数据

在各生境变量内部的频次分布, 以具体了解藏狐洞

穴生境各变量的分布特征。 
最后 , 对 6个生境变量进行一元方差分析

(One-way ANOVA, 变量数据正态分布时)或Mann 
Whitney U 检验(变量数据非正态分布时), 以了解

这些变量在藏狐洞穴样方中和在环境样方中分布

情况的区别。 

3  结果  

共记录藏狐洞穴156个, 其中133个藏狐洞穴样

方数据符合构建资源选择函数和进行主成分分析

的要求。完成有效环境样方205个, 使用SPSS软件

随机抽取了133个用于资源选择函数模型, 和藏狐

洞穴样方进行1︰1对照。 
3.1  资源选择函数 

由于6个变量中只有水源距离1个变量符合正

态 分 布 (Kilmogorov-Smirnov z=0.787, P=0.566, 
n=266), 因此使用Spearman秩相关检验。在15个相

关系数中, 仅有坡向和坡度的秩相关值为–0.544, 
绝对值略微超过0.5, 其他数值均未达到0.5或者未

达到显著性水平(P<0.05), 可以进入逻辑斯蒂回归

分析(表1)。而坡向和坡度二者必须作出取舍, 但是

由于它们反映的是藏狐洞穴位置非常重要的两个

方面, 所以在此先不对它们作判别, 而是都输入逻

辑斯蒂回归模型, 然后根据模型给出的回归系数显

著性水平高低来判断此二者的取舍。 

回归模型显示仅有坡向、坡位和植被类型3项
的回归系数达到显著水平(表2)。用坡向、坡位以及

植被类型3变量建立的资源选择函数模型为:  
P = eZ / (1+eZ) 

其中z=3.990–0.823×坡向–0.370×坡位–0.775×植

被类型, e为自然数, P表示生境选择概率。此外, 偏
相关分析显示模型中3个有效变量均与选择结果呈

负相关(表3), 说明藏狐洞穴倾向于分布在坡面向

阳、坡位较低以及植被低矮的生境中。 
模型的总预测率为 75.2%, 复相关系数为

0.485(Nagelkerke R=0.235), 同时3个变量的偏相关

系数绝对值均未达到0.4。偏差分析(Akaike’s in-
formation criterion, AIC)值为309.172。ROC曲线划分

的阻挡值为0.497, 而此时模型预测敏感性为0.857, 
误判率达到0.353(图2)。 
3.2  生境变量的分布比较 

将6个生境变量在藏狐洞穴样方(n=133)和在对

照样方(n=133)中的分布情况进行比较后发现: 洞
穴样方和对照样方间鼠兔洞穴数量存在显著的差

异(Mann Whitney U, Z=–3.437, P=0.001); 水源距离

分布无显著差异 (One-way ANOVA, F265=0.131, 
P=0.718); 坡位变量的分布差异显著(Mann Whitney 

 

图2  ROC曲线诊断结果 
对角线表示模型没有判断能力(50%的面积), 对角线上方的折线代

表模型具有判断能力(超过50%的面积) 
Fig. 2  ROC curve evaluation. The diagonal represents the model with 
no diagnostic ability (50% of all the area). The curve above the diago-
nal represents the diagnostic ability of the model (more than 50% of all 
the area). 



386 生 物 多 样 性  Biodiversity Science 第 14 卷 

U, Z=–2.531, P=0.011); 坡度变量分布差异不显著

(Mann Whitney U, Z=–1.616, P=0.106); 坡向分布差

异显著(Mann Whitney U, Z=–5.033, P=0.001); 植被

类型的分布差异极显著(Mann Whitney U, Z=–4.976, 
P=0.001)。 
3.3  主成分分析 

使用133个藏狐洞穴样方得到6个主成分, 前3
个主成分特征根的累积贡献率已经超过75%, 最大

方差因子旋转后这3个主成分的特征根都大于1.0, 
不再考虑其余的主成分(表4)。各主成分特征向量见

表5。 
第一主成分中水源距离和鼠兔洞穴数量的载

荷量均超过0.7, 成为第一主成分的主要得分变量, 
定义该主成分为食物水源因子。以此类推, 第二主

成分的主要得分变量是坡度和坡位, 该主成分定义

为地理因子; 第三主成分中植被类型是主要得分变

量, 定义为隐蔽因子。在所有6个主成分中坡向载荷

量一直没有超过0.7。主成分分析得到的藏狐洞穴生

境诸变量的重要性由高到低依次为: 鼠兔洞穴数

量、水源距离、坡度、坡位、植被类型和坡向。 
χ2适合度检验显示各个生境变量内部不同组分间均

存在极显著差异(P < 0.01, 表6)。其中, 在鼠兔洞穴

数量一项中, 所有藏狐洞穴样方内均有鼠兔洞穴出

现, 但是鼠兔洞穴数量在[0, 10]范围内的藏狐洞穴

样方数显著地多(表6), 这可能和藏狐的捕食和鼠兔

的趋避有关。在水源距离中 , χ2检验显示  (500, 
1,000) m的距离上分布着最多的藏狐洞穴, 和别的

组分之间差异显著。在坡位变量中, 藏狐洞穴多分

布在中坡位和下坡位, 而上坡位和坡顶的样方分布

较少, 同时在平地上没有发现藏狐的洞穴。坡度变

量中, 缓坡组是藏狐洞穴样方分布的主要坡型。在

坡向方面, 藏狐洞穴多分布在半阴半阳坡, 阳坡组

次之, 阴坡组分布得最少。在植被类型中, 藏狐洞

穴主要分布在草甸类型的生境中, 灌丛中没有发现

藏狐洞穴。 
上述结果表明, 典型的藏狐洞穴生境的特点是: 

有鼠兔(啮齿类)分布、水源距离适中、缓坡、中低坡

位、半阴半阳坡向以及植被低矮开阔的生境。 
 

 
表1  6个生境变量的Spearman相关系数矩阵 
Table 1  Spearman correlations of 6 habit selection variables 

 
水源距离 

Water distance 
鼠兔洞穴 

Pika den number
坡向 

Aspect 
坡度 

Gradient 
坡位 

Position on the 
slope 

植被类型 
Vegetation type

水源距离 Water distance –      

鼠兔洞穴数量 Pika den number   0.482** –     

坡向 Aspect   0.183** –0.051 –    

坡度 Gradient  –0.213**  –0.151*  –0.544** –   

坡位 Position on the slope  0.042 –0.081 –0.126*    0.387** –  

植被类型 Vegetation type –0.013   –0.233**   0.302** –0.117 0.160** – 
* P < 0.05; ** P < 0.01 
 
 
 
表2  各变量逻辑斯蒂回归结果 
Table 2  Variables in the logistic regression equation 

 回归系数(B) 
Regression coefficient (B) 

标准误 
SE 

Wald χ2 显著性水平 
Significance 

水源距离 Water distance  0.000 0.000 0.311 0.577 
鼠兔洞穴数量 Pika den number  0.023 0.012 3.598 0.058 
坡向 Aspect –0.764 0.245 9.731 0.002 
坡度 Gradient  0.015 0.013 1.344 0.246 
坡位 Position on the slope –0.464 0.169 7.526 0.006 
植被类型 Vegetation type –0.696 0.223 9.769 0.002 
常数项 Constant  3.047 0.822 13.747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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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坡向、坡位和植被类型3变量逻辑斯蒂回归分析结果 
Table 3  Logistic regression based on aspect, position on the slope, and vegetation type  

 回归系数(B) 
Regression coefficient (B)

标准误 
SE 

Wald 
χ2 

显著性水平 
Significance 

偏相关系数 
Partial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r)

坡向 Aspect –0.823 0.214 14.804 0.001 –0.309* 

坡位 Position on the slope –0.370 0.147  6.330 0.012 –0.155* 

植被类型 Vegetation type –0.775 0.219 12.529 0.001 –0.306* 

常数项 Constant  3.990 0.656 36.971 0.001 – 
  * p < 0.05 
 
 
 
表4  藏狐洞穴生境利用特征的主成分分析 
Table 4  The result of PCA in the analysis of the habitat utility characteristics of Tibetan fox 

主成分 
Factors 

特征根  
Eigenvalues 

贡献率 
Component contribution (%) 

累积贡献率 
Cumulative contribution (%) 

1 1.775 29.588  29.588 

2 1.655 27.591  57.179 

3 1.107 18.443  75.623 

4 0.781 13.015  88.637 

5 0.432  7.203  95.840 

6 0.250  4.160 100.000 

 
 
 
表5  主成分分析前3个主成分的特征向量、特征根及贡献率 
Table 5  Eigenvectors, eigenvalues, and component contribution of the first 3 PCA factors 

 
主成分1  
Factor 1 

主成分2  
Factor 2 

主成分3  
Factor 3 

水源距离 Water distance  0.857 –0.289 –0.103 

鼠兔洞穴数量 Pika den number  0.901  0.000  0.020 

坡向 Aspect  0.329 –0.368  0.454 

坡度 Gradient –0.307  0.793 –0.249 

坡位 Position on the slope  0.004  0.899  0.078 

植被类型 Vegetation type –0.160  0.018  0.907 

特征根 Eigenvalues  1.775  1.655  1.107 

贡献率 Component contribution(%) 29.588 27.591 18.443 

黑体数字为绝对值大于0.7的变量 Bolded figures indicate absolute values above 0.7 
 

 

4  讨论 

资源选择函数模型具有稳健地判断变量有效

性的优点, 因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Manly et al., 
2002)。即便如此 , 作为“点特征”(site attribute 
design)模型设计的一种, 资源选择函数模型的预测

可能会增加犯第二种统计错误(拒真)的概率(James 
& McCulloch, 1990)。因此, 必须对资源选择函数的

模拟结果进行有效性检验, 尤其是要明确资源选择

函数的适用范围 , 而这一点恰恰是争论的焦点

(Boyce et al., 2002; Gu & Swihart, 2004)。此外, 资源

选择函数模型和主成分分析都是生境特征分析中

常用的方法(Garshelis, 2000), 但是两种方法所用的

计算模型完全不同, 因此对相同数据很可能得出不

同的结果。这就要求我们要具体分析特定条件下不

同方法的有效性差异, 整合不同方法得到的结论中

的合理部分, 更完善地归纳和总结特定物种的生境

特征。 
4.1  资源选择函数模型的失拟分析 

资源选择函数模型的分析结果与主成分分析

的结果差异很大。资源选择函数模型分析显示, 只
有坡向、坡位和植被类型等3个变量的回归系数达

到了统计学要求。从回归系数(B)判断, 坡向因子是

资源选择函数模型认为最重要的变量(表3)。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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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藏狐洞穴样方各生境变量在各分组中的分布情况 
Table 6  The distribution of samples in sub-groups of each variable from Tibetan fox den samples 

χ2 适合度检验  
χ2 fitness analysis 

生境变量 
Variables 

分组 
Sub-groups 

出现频次1  
Frequency in each variable1 

百分比 
Percentage (%) 

χ2 P 
[0, 10] 55a 41.3 
[11, 20] 33b 24.8 
[21, 30] 27b 20.3 
[31, 40] 11c 8.3 

鼠兔洞穴数量 
Pika den number 

[41, +∞) 7c 5.3 

55.46 0.001 

      

[0, 500] 31ac 23.3 
(500, 1000] 61b 45.9 
(1000, 1500] 35c 26.3 

水源距离  
Water distance (m) 

[1500, +∞) 6d 4.5 

45.74 0.001 

      

坡顶 Top 4a 3 

上坡位 High 10b 4.5 

中坡位 Middle 46c 34.6 

下坡位 Low 73d 54.9 

坡位  
Position on slope 

平地 Plain 0e 0 

151.25 0.001 

      

缓坡 Gentle [0, 20] 93a 70 

中坡 Middle(20, 40] 27b 20 
坡度  
Gradient (°) 

陡坡 Steep (40, 50] 13c 10 

82.35 0.001 

      

阳坡 Sunny  34a 25.6 

半阴半阳 Half sunny, half shady  86b 64.7 
坡向  
Aspect 

阴坡 Shady  13c 9.7 

63.71 0.001 

      

破坏生境 Disturbed  16a 12 

草甸 Grassland 108b 81.2 

草甸灌丛 Grassland & shrubs 9c 6.8 

植被类型 
Vegetation type 

灌丛 Shrubs 0d 0 

227.93 0.001 

“出现频次”一栏中标有不同字母的数字表示互相之间有显著差异 
Figures with different superscript alphabet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them 
 

 
主成分分析显示生境诸变量的重要性排序由高到

低依次为: 鼠兔洞穴数量、水源距离、坡度、坡位、

植被类型和坡向(表5), 其中对坡向变量未能做出有

效判断。水源距离、鼠兔洞穴数量和坡度在资源选

择函数分析结果中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表2), 但主

成分分析中十分重要(表5)。此外, 对资源选择函数

模型的检验显示模型的复相关系数以及偏相关系

数都很低(表3), 用偏差分析检验发现模型的偏差很

大(AIC=309.172)。而进一步使用ROC曲线诊断发现

模型的误判率较高(图2)。这些检验结果说明资源选

择函数分析结果的有效性很差, 以至于无法用于实

际情况的判断。 
抽样过程中, 我们尽量避免了可能导致取样发

生偏差的因素。研究表明, 4种因素可能导致抽样失

去代表性, 影响资源选择函数模型的准确性: (1)生
境内资源可能发生季节性变化(Boyce & Waller, 
2000); (2)野生动物生境的选择可能在年间发生变

化(Schooley, 1994); (3)野生动物的生境使用特征很

可能随着某种生境的可获得性的变化而变化

(Osborne &  Suárez-Seoane, 2002); (4)取样不够全

面(Garshelis, 2000)。为此, 在取样过程中, 我们使

用了系统取样的方法, 以固定的间隔对整个研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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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进行取样。同时, 为了尽量减少不同年份不同季

节带来的影响, 我们将收集藏狐洞穴样方和环境样

方数据的时间控制在同一个时间段内(2003年的7至
8月), 并且这一时间段是石渠地区天气条件最好、

最稳定的时候, 可最大程度地降低不良气候可能带

来的干扰。 
资源选择函数模型是研究“有”或“无”2值

响应变量的多元统计方法, 注重“研究物种样本”

(藏狐洞穴样方数据)和“对照样本”(无藏狐洞穴的

环境样方数据)之间的对比, 比较各个生境变量在

两种样本中的差异(Manly et al., 2002)。当某些变量

的取值在研究物种样本中分布很有规律, 但是和对

照样本差异不显著时, 模型就失去了判断的依据。

本研究中水源距离和坡度2个变量便存在这种现

象。藏狐洞穴样方显著地聚集在水源距离1,500 m以

内的地区, 其中又以500–1,000 m的范围内选择强

度最大(表6)。但是, 水源距离在藏狐洞穴样方数据

中的分布和在环境样方数据中的分布没有显著的

差异, 这正是导致资源函数模型对水源距离变量不

敏感的原因。对坡度变量的分析也可以得到相似的

结论。藏狐洞穴样方数据显示, 藏狐洞穴更多地分

布在缓坡上, 然而坡度变量在藏狐洞穴样方中的分

布和在环境样方中的分布没有显著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Mann Whitney U检验显示

藏狐洞穴样方中鼠兔洞穴数量和环境样方中该变

量有显著差异, 但是资源选择函数对此变量仍旧不

敏感。我们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 本研究中

鼠兔洞穴数量变量并非正态分布, 因此只能通过非

参数的方法来检验, 而非参数检验可能会导致检验

的精确度降低(Sokal & Rohlf, 1995)。事实上在资源

选择函数的预测结果中, 鼠兔洞穴数量变量的显著

性水平已经非常接近“差异显著”了(P=0.058)。 
资源选择函数模型存在两个假设前提: (1)较好

的栖息地必然对应较高的研究物种密度或较多的

使用痕迹; (2)研究物种必须显著地倾向于使用这些

较好的栖息地类型(Railsback et al., 2003)。因此, 该
模型的前提对研究物种的种群大小和密度有一定

要求(Garshelis, 2000; Gu & Swihart, 2004)。当被研

究的物种密度过低或者可被发现的活动痕迹过少

时, 会影响资源选择函数模型的预测能力。狐属物

种中普遍存在着频繁更换洞穴的现象, 一个个体可

以使用多个洞穴(周文杨等, 1995; Uraguchi & Ta-

kahashi, 1998; Koopman et al., 1998; 王正寰和王小

明, 2006), 因此实际种群数量可能很低。在我们的

研究地区 , 藏狐种群密度较低 , 仅为 0.043只 / 
km2(王正寰等, 2004)。很多理论上判断可以被藏狐

选择的栖息地, 很可能因为藏狐数量太少而“闲置”

着。而这些“闲置”的栖息地在资源选择函数中都

被判作无效生境, 因此严重地影响了模型的预测能

力。从水源距离和坡度变量在藏狐洞穴样方和环境

样方中没有显著差异的事实来看, 正好说明由于藏

狐没有较多地占据有利的水源距离和坡度适宜的

生境, 从而导致了资源选择函数无法将这2个变量

的选择价值从环境背景中筛选出来。因此, 我们认

为当研究低密度种群时, 应该慎重地使用资源选择

函数模型。同时, 我们认为即便被研究的野生动物

密度较大, 但是当可被探知的活动痕迹过少时, 仍
然可以影响资源选择函数模型的预测效果。 
4.2  主成分分析与资源选择函数理论模型的区别 

与资源选择函数不同的是, 主成分分析模型的

判断完全建立在研究样本所提供的数据之上。它是

在低维空间排列样方而包含了大多数数据信息的

多元排序方法(张金屯, 2004)。由于主成分分析完全

不考虑环境梯度、端点选择和权重等外部因素(张金

屯, 2004), 因此只考虑研究样本内部的数据分布情

况, 而不能比较研究样本和对照样本(环境样本)的
区别。所以, 主成分分析不会像资源选择函数模型

那样受到环境样方中变量分布特征的影响。 
仍以本研究中水源距离变量的情况为例, 我们

可以看到, 藏狐洞穴主要集中在水源距离比较适中

的范围内(500–1,500 m)(表6)。主成分分析显示藏狐

对水源距离变量是有选择性的, 且水源距离变量的

重要性排到了诸变量的第二位。而资源选择函数分

析则显示藏狐对水源距离没有选择性。实际研究中, 
通过探讨某一变量在选择样方和环境样方之间的

差异来分析野生动物生境特征是一类常用的方法, 
但是这类方法的缺陷在于, 当某生境变量在选择样

方和环境样方中的分布没有显著差异时, 并不能说

明野生动物对该生境变量不存在选择性(Garshelis, 
2000)。本研究中, 藏狐没有显著多地选择水源距离

大于1,500 m的事实(表6)本身已经说明藏狐在水源

距离变量上是存在选择性的。这种选择性可以被理

解为“适应环境中该变量分布规律的选择形式”。 
当然, 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主成分分析方法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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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是线性模型 , 有时会对一些结果难于解释

(Gauch, 1982)。并且, 该方法只能得到各个生境变

量的重要性排序, 而各个变量内部具体的分布特征

需要我们根据研究样本在主成分向量空间上的分

布特征进一步总结。这种分布特征的分析本质上就

是对各个生境变量分布频次的综合(Legendre & 
Legendre, 1998)。因此, 我们在进行主成分分析时通

常直接追加频次检验(如χ2分析, 表6)以对主成分

分析结果作进一步阐释。本研究中坡向变量数据的

分布过于集中, 堆积在半阴半阳坡上(表6), 这使得

主成分分析时未能有效判断该变量(表5)。但是, 如
果将环境样方中坡向的分布情况和藏狐洞穴样方

中的分布进行对比, 可以看到两者是有显著差异

的。这也正是资源选择函数判断坡向是藏狐洞穴生

境利用特征中有效变量的原因(表3)。 
因此, 虽然本研究中资源选择函数未能全面有

效地判断藏狐洞穴生境的特征, 但是该方法提供的

部分信息仍可以弥补主成分分析的不足。所以, 不
同的分析方法是各有侧重的, 只有综合利用各种方

法的优势, 才能得到比较理想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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